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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非洲的治理问题

非洲安全治理困境与中非和平安全合作

张　 春

摘　 　 要： 自冷战结束以来，尽管非洲的安全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其

安全环境仍相当恶劣。 目前，非洲安全治理面临重大困难并受困于三个错

配：一是目标与手段的错配，非洲安全挑战正从以结构性暴力为主转向以

非结构性暴力为主，但非洲安全治理仍延用传统的军事逻辑；二是意愿与

能力的错配，非洲对所有权的强调与其资源匮乏的矛盾可能因“非洲崛起”
而加剧，而传统的权势逻辑和机制能力不足仍在延续；三是当地需求与外

部支持的错配，发达国家仍强势主导对非安全事务，新兴大国介入力度和

渠道均存在明显不足。 中国承诺更大程度地帮助非洲改善安全治理，需要

在充分虑及上述错配的情况下，为中非和平安全合作设计宏观、长期和全

面的战略规划并辅以相应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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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始终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区，这不仅严重影响着非洲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外溢性影响。 尽管如此，长期以来非洲地区安

全治理的效果仍十分有限，２００２ 年替代非洲统一组织的非洲联盟（以下简称“非
盟”）尽管在地区安全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存在诸多不足。① 缘何非洲安

全治理长期难以取得明显成效？ 其背后存在哪些深层根源？ 对于正强调中非和平

安全合作的中国来说，应当采取何种战略和政策性努力，才能有效推动非洲安全治

理的改善，促进中国在非洲海外利益的保护？ 本文认为，非洲安全治理长期难以有

效改善的根源在于三个错配，即目标与手段的错配、意愿与能力的错配、需求与支持

的错配。 这三个错配可以解释非洲安全治理的国家、地区和全球根源以及非洲安全

挑战的历史根源，有助于深化对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现实环境的理解，指导对中非和

平安全合作政策空间的识别。 中国需要在充分虑及非洲安全治理现有困难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和非洲的需要，衡量自身能力与实践，合理设计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战

略和政策体系，为推动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一、 非洲安全治理目标与手段的错配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非洲安全治理的最严峻挑战是各类安全

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难以判断何种挑战才是最主要、最核心的挑战。 在这一时期，
非洲安全挑战的总体发展方向是传统的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结构性暴力，正日益

向非传统的社会层面的自下而上的非结构性暴力转变。 与此同时，非洲安全治理的

思维模式仍主要遵循传统的军事安全思维，进而使得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差

距日益凸显。
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安全挑战的性质转变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里，由于冷战的结构性限制消失，非洲对于大国权势

斗争而言的地缘政治重要性相对下降，大量先前受冷战格局约束的种族、宗教等矛

盾得以释放，使非洲迅速成为世界上最为混乱和最不安全的地区。 仅 １９９９ 年，非洲

５３ 个国家中就有 １６ 个陷入了武装冲突；大多数都不符合经典的国家间战争。②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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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非洲一系列暴力冲突与传统国家间战争存在明显差异，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新型战争”。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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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的第二次刚果（金）战争将大湖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拖入其中，演变为非洲

的“第一次世界大战”，①形成以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为一方和以津巴布韦、安哥

拉、纳米比亚为另一方的两个国家集团。 战争延续期间，有超过 ４００ 万人直接或间接

死于冲突、流离失所、艾滋病或大规模饥荒。② 事实上，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起，非洲

便饱受由相互联系的战争形成的三大毁灭性冲突群的折磨，即西部非洲（在利比里

亚、塞拉利昂、几内亚和科特迪瓦都有战争或冲突）、大非洲之角（乍得、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苏丹有战争或冲突）及大湖地区（在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 ／
刚果（金）及乌干达陷入战乱）。

进入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非洲传统的国家间和国内武装冲突逐渐平息，非
洲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凸显。 第二次刚果（金）战
争于 ２００３ 年结束，卢旺达和布隆迪均实现国内和平，塞拉利昂内战于 ２００２ 年宣告终

结，苏丹南北部也于 ２００５ 年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等等。 与此同时，非洲经济似乎进

入了“起飞”前的准备阶段。 或许在这十年里，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苏丹达尔富尔危

机。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达尔富尔地区黑人部落相继组成“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

动”两支武装力量，指责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要求实行地区自治，与政府

分享权力与资源，并不断攻城掠地，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 苏丹政府也转而支持野

蛮民兵实施“焦土”政策，导致大批民众死亡或无家可归。 但自 ２００７ 年苏丹政府接

受联合国和非盟的混合维和安排之后，尽管局势仍时有起伏，但已进入总体可控状

态。 在传统的暴力冲突趋于稳定或平息的同时，诸如气候变化、资源冲突、粮食危

机、公共卫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出现明显上升的态势。
进入 ２１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非洲面临的安全挑战再次发生变化，非结构性暴

力迅速上升为非洲的主要安全挑战。 １９６９ 年，约翰·加尔通（ Ｊｏｈａｎ Ｇａｌｔｕｎｇ）提出

“结构性暴力”（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的概念，认为这是因社会权势分配不平等而导致

的暴力。 加尔通将结构性暴力与直接的个人暴力相区分，认为后者是个人或一群人

针对其他个人或群体的物质性暴力。③ 结构性暴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解释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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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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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挑战的核心概念，社会权力结构往往被认为是非洲不安全的根源。① 需要指出

的是，加尔通结构性暴力理论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结构性不平等更多是由于国

家和社会自上而下地形成的，同时个人暴力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结构性不平等

而导致的。 换句话说，根据加尔通的方法，一部分暴力行为可能同时属于结构性暴

力和个人暴力，而在加尔通的理论中，这两类暴力本身却是相互区分的。 事实上，将
非洲的暴力或安全挑战区分为结构性暴力和非结构性暴力两种，才有助于消除理论

的内部矛盾。 延续加尔通对不平等与暴力相互关联的理论解释，笔者认为，结构性

暴力是指国家所组织或发起的针对其他国家和 ／或本国国民的暴力行为，如对外侵

略、对外干涉、对内镇压等，这属于自上而下的或者说国家的暴力使用。 由此而来，
非结构性暴力则是指由包括团体和个人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所组织和 ／或发起的主

要是针对政府———包括本国和外国———的暴力行为，如社会骚乱、宗教与部族矛盾、
选举前 ／后动荡、有组织犯罪、海盗、恐怖主义等，这属于自下而上的社会性的暴力使

用。② 这两种暴力形式都有其结构性不平等的根源，但通过区分发动暴力的行为体，
可避免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或类型划分时的重叠。

在这一时期，非洲和平安全挑战呈现结构性暴力和非结构性暴力“一降一升”的
态势。 “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ＣＬＥＤ）收集并分析了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非洲的安全挑战，并将地区暴力区分

为三大类：传统的武装团体战斗，针对平民的暴力，以及各种暴乱、抗议及其他社会

性暴力。 尽管传统的武装团体战斗和针对平民的暴力并非都由政府发动，有的也属

于非结构性暴力范畴，但总体仍可将其视作结构性暴力；而暴乱、抗议及其他社会性

暴力则基本属于非结构性暴力。 根据这一区分，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非洲所发生的武装

团体战斗和针对平民的暴力总体呈下降趋势，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８１．１％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７．９％，下降幅度超过 ３３ 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各类暴乱、抗议及其他社会冲突所占

的比重则迅速从 １８．９％上升到 ５２．４％（见图 １）。 ＡＣＬＥＤ 分析认为，非结构性暴力的

重要性正在上升，“整体态势很清晰：战斗和大规模战争持续下降……取代其位置的

是多元行为体发动的动机不同但性质相似的暴力活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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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非结构性暴力增生与非洲动荡的常态化》，载《当代世界》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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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非洲各类暴力事件的比重（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根据 ＡＣＬＥＤ 各年度统计制作。 参见 ＡＣＬＥＤ，Ａｆｒｉｃａ Ｄａｔａ： ＡＣＬ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７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ｃｌｅｄｄａｔａ．ｃｏｍ ／ ｄａｔａ ／ ａｃｌ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７⁃１９９７⁃２０１６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南非安全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的研究也印证了上述结论。 ２０１４
年，非洲的各种非结构性暴力增长尤其明显，如在埃及、南非、尼日利亚、利比亚、肯
尼亚等国都发生了大量暴乱和抗议事件，尽管事件并未导致大量人员死亡；在非洲

２０１４ 年的所有冲突性事件中，９０％都是暴乱、抗议或者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①

面对日益复杂和相互联系的安全挑战，非洲也努力作出回应，特别是 ２００２ 年将

非洲统一组织升级为非洲联盟，是最为重要的举措。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在

２０１５ 年对此评价指出，非洲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治理和选举管理，预防和解决冲

突，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以及应对疾病爆发方面，总体上取得了进展。②

需要指出的是，非洲安全治理的手段很大程度上仍落后于其现实挑战的发展，
存在明显的目标与手段错配现象。 例如，尽管非洲国家认识到人类安全（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重要性，但军事手段仍是应对这一挑战的主要途径。③ 又如，和平与安全

尽管已成为非洲“２０６３ 年愿景”的重要支柱，但该愿景强调的治理方式仍以传统军事

·６０１·

①

②

③

Ｊａｋｋｉｅ Ｃｉｌｌ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 Ｈｅｄｄｅｎ，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７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ｐ． ４．

联合国安理会：《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文件，
Ａ ／ １０ ／ １７６⁃Ｓ ／ ２０１５ ／ ５６０，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第 ３ 页。

Ｂｏｂａ Ｄ． Ｓｈａｒａｍｏ ａｎｄ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ｕｓ Ａｙａｎｇａｇａｃ，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Ｐｒｅｔｏｒｉａ： ＩＳＳ， ２０１１， ｃｈａｐｓ．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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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为主，其中尤以“２０２０ 年枪声沉寂计划” （Ｓｉ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ｕｎ ｂｙ ２０２０）最为典型。
因此，尽管非结构性暴力快速上升为非洲和平安全的首要挑战，但非洲安全治理的

核心手段仍是传统的军事手段。 其结果是，在非洲大陆随处可见的是国家军队或警

察应对各类社会抗议、暴动，结果导致暴力的升级甚至质变，不少社会不满逐渐转化

为冲突甚至内战，突出体现在马里、乍得、中非共和国、布隆迪、苏丹等国家。

二、 非洲安全治理意愿与能力的错配

除目标与手段错配这一因安全性质转变而来的新型困难外，非洲安全治理还面

临一系列长期存在的困难。 在自身层面，这一困难的表现是非洲治理意愿与治理能

力的差距，即意愿与能力的错配。 这一错配既有其历史根源，也有其现实因素。
第一，在非洲安全治理的意愿与能力的错配中，最典型的问题是非洲自身的治

理意愿高，却严重缺乏相应资源特别是财政资源。
由于其殖民历史，非洲国家对“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ＳＡＰ）相当敏感。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非洲崛起”日益明显，
非洲人的这一意识和努力进一步得到强化，但这并未有效缓解非洲安全治理意愿与

能力错配的问题，相反可能促使其进一步恶化。 尽管亟需外部援助，但非洲国家、次
地区和地区组织在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方面正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和貌似团结，为
非洲和平安全挑战的应对和解决增添了新的动力，但也可能使其资源不足问题进一

步凸显。 一方面，非洲的地区和次地区组织长期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 例如，２０１０
年，政府间发展组织（又称“伊加特”）秘书处共有 ４４ 名工作人员，预算 ３８０ 万美元；
同一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ＣＯＷ⁃
ＡＳ）秘书处有 ２００～３００ 名工作人员，预算 １，０００ 万美元；而非盟有约 ７００ 名工作人

员，预算也不过 ２ 亿美元。① 到 ２０１６ 年，伊加特的年度预算事实上可能下降到 ２３０
万美元；②而非盟的预算也只有 ３．１８ 亿美元。③ 另一方面，由于自身资金不足，非洲

安全治理大多依赖外部援助，但“非洲崛起”及非洲自身意愿上升可能促使外援下

降。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指出：“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本身有自己的内部

机构问题，仍依赖外部财政资助来有效执行各自的民主治理方案……为确保可预测

·７０１·

①

②

③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Ｍ． Ｍｕｎｙｕａ，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ＧＡＤ ａｎｄ ＩＧＡ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ＩＧＡ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Ｕｎｉｔ，”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ＧＡ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

根据伊加特的估算，在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间，伊加特可用预算为 １．１５７６ 亿美元，平均每年 ２３１．５２ 万美元。
Ｓｅｅ ＩＧＡＤ， ＩＧＡ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Ｖｏｌ． 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ＩＧＡＤ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５－１６．

ＡＵ，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２０１６，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ＡＵ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７０－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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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持续的方案拟定，非洲各国政府必须确保在国家和区域各级提供充足的资

源。”①为实现这一目标，非洲“２０６３ 年愿景”的财政支持文件指出，非洲认为可以从

其内部动员约 ７５％ ～ ８０％的资金，以推动包括和平安全目标在内的整个“２０６３ 年愿

景”的实现。② 但考虑到“非洲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初级阶段且充满不确定

性，非洲自身的国内资源动员能力尚不充分，在此背景下，外部援助的减少极可能导

致非洲安全治理的意愿与能力错配进一步加剧。 欧盟于 ２０１６ 年决定削减对非盟驻

索马里特派团（ＡＭＩＳＯＮ）资助的 ２０％，或许正是这一发展的先兆。③

第二，非洲国家更多地从权势政治角度思考安全治理，对待自身国内安全治理

与地区、次地区安全治理的政治意愿相互冲突。
尽管非洲安全挑战背后有着深刻的发展原因，但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国家建

构和民族建构仍在进行之中，其政治发展也仍处于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的阶段，因
此非洲安全治理的首要出发点往往是权力而非发展或安全。 由此产生严重的权力

和公共产品分配不均，促使加尔通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便提出“结构性暴力”理论，这
一现象直到今天仍广泛存在。 例如，非洲存在明显的“失败者政治”现象，即选举失

败一方不接受选举结果、不愿通过法律渠道质疑选举结果或通过法律渠道但不接受

法律裁决，相反采取抵制甚至冲突的对抗性措施。 例如，肯尼亚在 ２００７ 年大选后发

生了骚乱，津巴布韦在 ２００８ 年大选后发生抵制并最终通过联合政府安排加以解决。
在冷战结束后的 １９９２ 年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１ 年时间里，撒哈拉以南非洲总共举行了 １８４
次总统大选，其中发生选举抵制的为 ３６ 次（１９．５６％），另有 ２６ 次在选举当年便引发

了暴力冲突（１４．１３％）。 同一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还发生了 ２９ 次政变，其中与选举

关联的政变数量多达 １２ 次。④ 又如，自 ２０１６ 年起非洲国家选举的第三任期问题再

度凸显，而其最为核心的原因仍然是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关切，无论是迷恋权力还是

担心退休后的“可悲”前景。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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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联合国安理会：《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文件，
Ａ ／ １０ ／ １７６⁃Ｓ ／ ２０１５ ／ ５６０，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第 １３－１４ 页。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Ｎｏｔ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 Ｆｉｒｓｔ １０⁃Ｙｅａ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Ｌｕｓａｋａ， Ｚａｍｂｉａ ２⁃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 ｈｔｔｐ： ／ ／ ａｇｅｎｄａ２０６３． ａ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ｅｖｅｎｔｓ ／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ａｇｅｎｄａ⁃２０６３⁃ｆｉｒｓｔ⁃１０⁃ｙｅａ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ｌｕｓａｋａ⁃ｚａｍｂｉａ， Ａｎｎｅｘ ３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ｈｉｐ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ＥＵ Ｃｕｔ ｉｎ ＡＭＩＳＯＭ Ａｉ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ａｒｃｈ 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ｆｒｉ⁃
ｃａｎ⁃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ｍ ／ ｄｅｆｅｎｓｅ⁃ｎｅｗｓ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ｕｎｉｏｎ⁃ａｐｐｅａｌｓ⁃ｅｕ⁃ｃｕｔ⁃ｉｎ⁃ａｍｉｓｏｍ⁃ａｉｄ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

张春：《失败者政治———非洲选举与族群冲突研究》，载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编：
《转型世界中的政党、国家与治理———２０１４ 年比较政治发展报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５２－
１５３ 页。

Ｃｏｎｏｒ Ｇａｆｆｅｙ，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Ｔｈｉｒｄ⁃Ｔｅｒｍ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ｈ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Ｋｅｅｐ Ｃｌｉ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Ｐｏｗｅｒ，”Ｎｅｗｓ Ｗｅｅｋ，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ｅｗｓｗｅｅｋ．ｃｏｍ ／ 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ｉｒｄ⁃ｔｅｒ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ｃｌ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４０３４４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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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内安全治理的意愿不高或不正确相反，非洲国家在参与地区、次地区和平

安全事务上却表现积极，很多国家甚至是在国内麻烦缠身的情况下仍坚持“带病作

业”，“积极参与”地区和次地区和平安全事务。 例如，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今，“伊加

特”的 ８ 个成员国共发生过 １０ 余次相互干涉，其中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均发生过 ２ 次

内战，更别说相互间调解对方的内部纠纷。 又如，尼日利亚尽管面临严峻的“三线作

战”困境———即北部须应对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南部须处理“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

动”（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ｇ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ＭＥＮＤ）、海上则要面对几内

亚湾的海盗活动，但仍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贡献了维和部队和调解努力。 再如，
在中部非洲，卢旺达对刚果（金）东部地区有着重要影响，在化解 ２０１６ 年布隆迪危机

中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之所以非洲各国对邻国事务相当关心并有较高的干

预意愿，其深层次原因仍是权势关切。
第三，受困于财政资源匮乏与政治意愿冲突，非洲安全治理能力建设进展缓慢。
自 ２００２ 年正式取代非统以来，尽管非盟在安全治理能力培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特别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和平与安全架构并确立了非洲和平安全架构建设的崭新

劳动分工模式，但非洲的和平安全挑战依然严峻，进一步凸显了非洲国家、地区层次

的机制能力的不足。 这里以非洲安全治理中最为重要的非洲常备军的建设为例加

以说明。
考虑到冷战后严峻的安全挑战，非洲发展自身的快速军事反应能力日益迫切。

根据姆贝基（Ｔｈａｂｏ Ｍｂｅｋｉ）“非洲人尽其所能保证非洲大陆复苏”的呼吁，非洲领导

人将把建立非洲常备军当作非盟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核心任务。① 根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通过的 《 与 建 立 和 平 与 安 全 理 事 会 相 关 的 条 约 》 （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非洲常备军可使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实现其促进非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目标。② 设想中的非洲常备军包括五个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人的地区常备旅，使非盟的常备部队达到约 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人的规模，以履行

从低烈度的观察员特派团到全面的军事干涉的和平使命。 非洲次地区组织被指定

为“非洲快速反应部队的组建模块”，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与南部非洲发展国家共同

体、“伊加特”等都开始建立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以便为非洲快速反应部队提供

支持。③

·９０１·

①

②

③

Ｔｈｅｏ Ｎｅｅｔｈｌ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ｂｙ Ｆｏｒｃｅ ａｓ ａ Ｐ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８， Ｎｏ． １， ２００５， ｐｐ． １０－１１．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０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Ｊａｋｋｉｅ Ｃｉｌｌ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Ｍａｌ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ｂｙ Ｆｏｒｃｅ，” Ｉ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０７， Ｍａｙ
２００５， ｐｐ． １－ ２１， ＩＳ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ｓｓａｆｒｉｃａ． ｏｒｇ ／ ｐｕｂｓ ／ ｐａｐｅｒｓ ／ ９８ ／ Ｐａｐｅｒ９８． 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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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面临诸多困难，非洲常备军的建设计划被迫从 ２０１０ 年推迟到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当时正筹备的“非洲和平演习二”
（Ａｍａｎｉ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Ｉ）是评价非洲常备军及其快速反应能力的主要手段，该计划正在取

得进展，五个区域常备旅中的三个有望在 ２０１５ 年年底前宣布行动准备就绪，其中东

非常备旅待命部队已宣布行动准备完毕。① 但到 ２０１５ 年年底，计划显然未达到预期

目标。 尽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底、１１ 月初的“非洲和平演习二”对非洲常备军在 １４ 天内

实现快速部署的能力进行了检验，但由于部署地点和部署意图不明确、提前准备能

力不足、缺乏资金和投送手段等原因，非洲常备军的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更为

重要的是，非洲常备军的建设理念本身可能存在问题。 例如，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

机制（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ｎｄｂ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ＳＡＳ）于 １９９４ 年建立，但实际

上只是一个数据库，维和人员贡献国只是有条件地保证提供支持，包括车辆、通讯、
士兵、培训及空运等。② 因此，非洲常备军仍很难成为一支独立的快速部署力量。

非洲国家相互间的权势竞争，进一步阻碍了非洲应对和平安全挑战的机制能力

的发展。 以东非常备旅的建设为例，该模块的建设一开始交由“伊加特”负责。 根据

规划，东非常备旅须覆盖 １３ 个成员国，但一开始的模式显然是“伊加特”主导的：多
个成员国承诺为快速反应部队提供军队，如卢旺达承诺提供两个轻步兵营和一个机

械化营；苏丹、乌干达和肯尼亚各提供一个轻步兵营（由三个连组成）和两个步兵连

以及一支扫雷分队；索马里提供一个步兵连和十名工兵。③ 这一安排迅速引发了非

伊加特成员国的不满，最后不得不于 ２００７ 年创建一个新的“独立的东非常备军协调

机制”（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ａｎｄｂｙ Ｂｒｉｇａｄ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ＡＳＢＲＩＣＯＭ），以承

担“伊加特”的协调作用。④ 尽管到目前为止，东非常备旅是非洲常备军中发展相对

较快的，但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的竞争无疑为其能力发展施加了限制。 这从其机构

驻地选择即可发现，东非常备旅的规划部门（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ＥＬＭ）和协调

机制设在了肯尼亚，而其司令部和后勤基地则设在了埃塞俄比亚。 无论是从交通便

利还是从组织结构看，这一安排都可看作是权力妥协的结果，而对安全治理效率几

乎没有顾及。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联合国安理会：《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文件，
Ａ ／ １０ ／ １７６⁃Ｓ ／ ２０１５ ／ ５６０，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第 ７ 页。

Ａｎｎｅｔｔｅ Ｌｅｉｊｅｎａａ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ｂｙ Ｆｏｒｃ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ＡＵ ｃａｎ Ｇｅｔ ｉｔ Ｒｉｇｈｔ，” ＩＳ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０，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ｓｓａｆｒｉｃａ．ｏｒｇ ／ ｉｓｓ⁃ｔｏｄａｙ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ｎｄｂｙ⁃ｆｏｒｃｅ⁃ｈｏｗ⁃ｔｈｅ⁃ａｕ⁃ｃａｎ⁃ｇｅｔ⁃ｉｔ⁃ｒｉｇｈｔ，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Ｎｅｌｓｏｎ Ａｌｕｓａｌ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ｂｙ Ｆｏｒｃ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ｏｖｅｓ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２，
２００４， ｐｐ． １１３－１２１．

Ｊａｋｋｉｅ Ｃｉｌｌｉｅｒｓ，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ｂｙ Ｆｏｒｃｅ：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６０， Ｐｒｅｔｏｒ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３－１４； Ｃｏｌｉ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ａｎｄｂｙ Ｆｏｒｃ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１，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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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洲安全治理需求与支持的错配

非洲的安全治理一向依赖国际社会的各类支持，但就迄今为止的效果而言，外
部支持总体上并不成功。 国际社会与非洲国家一样，很大程度上出于自身国家利益

关切而介入非洲的和平安全事务。 更加糟糕的是，国际社会大多对非洲正发生质变

的安全挑战缺乏深刻理解，因此其提供的支持与非洲安全治理的实际需要之间存在

重大差距。
尽管军费开支总体呈下降态势，但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显著影响

西方大国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行动力。 为追赶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与非洲

快速发展的合作，西方大国纷纷将和平安全合作当作对非合作的新增长点，尝试提

出一些新的应对方法。 例如，美国于 ２００７ 年提议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正式成立了美军

非洲司令部（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ＯＭ）。 该司令部区别于美国其他

地区性司令部，不仅聚焦于军事防御和作战，而且聚焦于促进发展与稳定的和平时

期军事介入行动；①这就是美国所称的对非“３Ｄ”（防务、发展、外交）政策。 英国甚至

走得更远，于 ２０１１ 年出台保护其海外利益的 《英国海外建设稳定战略》 （ＵＫ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试图以“４Ｄ”（防务、发展、外交、国内）路径推进

这一战略。 尽管没有新增资源，但英国政府仍于 ２０１５ 年起利用冲突、稳定与安全基

金（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ｕｎｄ， ＣＳＳＦ）正式取代此前的冲突基金（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ｏｏｌ），以实现海外稳定基金的单一政策进程、单一战略进程和单一资源进程。

西方大国特别是前殖民宗主国一向关注非洲的和平安全事务，其中，对非政策

军事化最为明显的是法国。 自其前殖民地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独立以来，法国

仍与前者保持着特殊的战略安全伙伴关系。 自 １９６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法国军事介入非

洲多达 ５０ 余次。②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马里、中非共和国局势动荡，
法国先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军事介入马里、同年 １２ 月军事介入中非共和国。 法国还在

２０１３ 年底举行了非洲和平与安全峰会，承诺在“装备和培训方面提供支持”。 进入

２０１４ 年，法国对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的介入更为系统和频繁，尽管法国在加蓬、科特迪

瓦、吉布提、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均设有军事基地，但在此之前很大程度上是分散的。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正式将其设在马里的“山猫”（Ｓｅｒｖａｌ）和设在乍得

·１１１·

①

②

Ｌｔ． Ｃｏｌ．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 ａｎｄ Ｌｔ． Ｃｏｌ． Ｔｈｏｍａｓ Ｆ． Ｔａｌｌｅｙ， “ＡＦＲＩＣＯＭ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
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Ｍｉｘ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ＵＮＣ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Ｍａｙ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ｃ．ｅｄｕ ／ ｄｅｐｔｓ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 ｉｔｅｍ ／ ２００８ ／ ０４０６ ／ ｃｏｍｍ ／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ａｆｒｉｃｏｍ．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Ａｂｄｕｒｒａｈｉｍ Ｓıｒａｄａɡ̆，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ｏｒ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Ａｆｒｏ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３， Ｎｏ． １， ２０１４， ｐ．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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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鹰”（Ｅｐｅｒｖｉｅｒ）两个军事机构合并，重新命名为“沙丘”（Ｂａｒｋｈａｎｅ），旨在进一步打

击萨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和极端武装，该机构的合作伙伴国家将包括乍得、马里、布
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① 通过这一努力，法国在整个西部非洲地区的军事

努力得以系统化。
美国对非政策的军事化态势也同样明显。 ２００７ 年成立的美军非洲司令部因各

种原因难以在非洲落地，但美国正通过其他形式实现这一目标。 例如，２０１３ 年，美军

在非洲 ３５ 个国家部署了特种部队。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的首届美非峰会进一步明确了美国

对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的全面介入，美国宣布了两项介入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的计

划，即非洲维和快速响应计划（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简

称为 ＡＰＲＲＰ 或 Ａ⁃Ｐｒｅｐ）和安全治理倡议（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ＧＩ）。 前一

计划将于 ３～５ 年内投资 １．１ 亿美元为非洲军事快速部署维和人员提供能力支持，打
算资助 ６ 个非洲国家，即塞内加尔、加纳、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重
点包括军事培训、装备维护、制度支持、与外军互通性；支持非洲建立非洲危机即时

响应能力机制（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ＣＩＲＣ）。 后一倡

议则计划帮助 ６ 个非洲国家强化其安全部门，包括加纳、肯尼亚、马里、尼日尔、尼日

利亚和突尼斯。 第一年投资 ６，５００ 万美元，此后每年根据需要拨款。 安全治理倡议

的核心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提升对象国保障公民安全的能力，二是阻止或缓解

不稳定、冲突并强化反恐能力，三是促进美国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四是影响当地领导

人对安全部门改革的政治意愿。 ２０１５ 年，奥巴马在访问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及非盟

期间，再次强调了美国对这两项安全计划的承诺。
尽管欧盟也关注在非洲的利益，但它更多考虑到如何促进欧洲自身的共同外交

与安全政策，欧盟自 ２００３ 年起强化了对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的介入。 ２００３ 年，欧盟

首次在海外部署纯粹的欧洲军事力量，通过“阿提弥斯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ｔｅｍｉｓ）稳
定刚果（金）伊图里省安全形势；此后，欧洲于 ２００６ 年再次进入刚果（金）帮助维持大

选稳定。 此后，欧盟在非洲发起了 １０ 余次危机管理行动，包括在索马里、乍得等国的

５ 次军事行动。
非洲严峻的安全挑战特别是日益猖獗的索马里海盗问题为日本突破海外用兵

宪法限制的努力提供了重要机会。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 年，日本先后有两艘商船遭受海盗

袭击，迅速被日本国内各种力量大加炒作，日本政府中主张增兵亚丁湾的一派迅速

占据上风。 ２００９ 年，日本以打击索马里海盗为由，向亚丁湾海域派出 ２ 艘护卫舰和 ２
架 Ｐ⁃３Ｃ 巡逻机，日本海上自卫队 １５０ 人临时部署在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②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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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ｅｌｅｓｅ Ｈｉｃｋ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ｒｋｈａｎｅ ⁃ Ｗｈ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Ｃｈｏｓｅ Ｃｈａｄ Ａｓ Ｋｅｙ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Ａｌ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１４０９０３１３３４．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Ｊａｐ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ｓｅ ｉｎ 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Ｐ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 Ｎｅｗ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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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还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通过《海盗对策法》，同年还与吉布提签订建立军事基地的协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日本政府宣布将在海外建立二战结束以来首个军事基地———吉布提军

事设施；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正式投入使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吉布提，期间视察了日本自卫队部署在该国的军事基地。 此

前，日本防卫省还宣布，将向阿尔及利亚、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摩洛哥、尼日

利亚和南非 ７ 个非洲国家派遣自卫队员。 可以说，日本对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的参与，
主要是为其海外出兵制造“先例”，而不是真正帮助非洲。

非洲安全治理框架基本是由西方安全话语主导的，新兴大国的参与均相对有

限，且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 新兴大国的对非安全合作更多是对与非洲国家经

贸、商业和社会联系扩大的现实反应，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和配合在非日益扩大的商

业利益。
在新兴大国中，土耳其对参与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相对更为积极。 土耳其注意

到，非洲的问题远超出非洲国家的能力，特别是在“阿拉伯之春”以来利比亚等国的

持续动荡反映了非洲国家在应对内外部安全挑战上的能力差距。 因此，土耳其自

２０１０ 年后更加积极地介入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其重点包括参与危机调解和发展军

事关系两个方面，目标是提升土耳其在非洲存在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 土耳其对非

洲危机调解的参与重点放在索马里、苏丹与南苏丹、马里、厄立特里亚等少数冲突国

家和地区。 索马里是土耳其介入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最为成功的案例。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主持召开联合国索马里高峰会，承诺为索马里提供发展援

助和军事援助。 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Ａｌ⁃Ｓｈａｂａｂｂ）被赶出摩加

迪沙之后，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迅速访问了摩加迪沙，从而成为首位自 １９９１ 年

以来进入摩加迪沙的非洲国家以外的领导人。① 随后，多达 ５００ 名土耳其发展援助

人员迅速进入索马里，为该国提供了约 ５，０００ 万美元的发展援助。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至 ６ 月 １ 日，第二次伊斯坦布尔索马里国际会议召开，为索马里到 ２０１５ 年实现和

平与稳定设计方案。 此外，土耳其自 ２００９ 年起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部队 １５１”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Ｆｏｒｃｅ １５１）中对索马里海域进行巡逻，同时还参与北约反海盗行动中。
除在索马里的行动外，土耳其还积极参与苏丹、南苏丹、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冲突调

解。 土耳其的介入总体上受到欢迎，原因在于土耳其作为一个相对发达的伊斯兰国

家，其人道主义动机被认为是确定的和值得效仿的。 土耳其与非洲的军事关系自

·３１１·

①

②

Ｍｉｋｅ Ｒｉｃｈｍａ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ａｋｅｓ ｏｎ 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ｕｎｅ ７，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ｖｏ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ｔｕｒｋｅｙ＿ｔａｋｉｎｇ＿ｏｎ＿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ｓ＿ｉｎ＿ｓｏｍａｌｉａ ／ １２０４６１４．ｈｔｍｌ，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５ 日。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ｏｕｇｈ， “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ｒｉｅｓ ｏｕｔ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Ｊｕｎｅ ３，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０３ ／ ｕｓ⁃ｓｏｍａｌｉａ⁃ｔｕｒｋｅｙ⁃ｉｄＵＳＢＲＥ８５２０３Ｓ２０１２０６０３； Ｍｉｋｅ Ｒｉｃｈｍａｎ， “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ａｋｅｓ ｏｎ 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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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以来发展迅速但却未引起普遍关注，其重点合作伙伴是南非。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土耳其与南非签署《国防工业合作协定》（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同意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内实现更大的合作。① 土耳其也试图与其他非洲大国如尼日

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发展军事关系。 近年来，土耳其日益对出售防务装备，主要是军

用电子装备和装甲车等感兴趣，出口对象国包括南非、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喀

麦隆。② 土耳其还向非洲冲突地区派遣维和部队，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与

培训援助，特别是在能力培养、反海盗和反恐培训等方面。③

相比之下，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除了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提供支持外，对
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的介入相对较少。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底举行的印非峰会论坛上，印
度提出将在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方面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其中，海洋安

全、联合反恐、网络安全是双方安全合作的重点领域。 印度提出将通过培训、能力建

设、信息共享、预警等措施保障印度洋通道安全、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④ 但总体上，
像其他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国家一样，印度并不愿过分参与非洲的和平安全事务，而
是更倾向于有限度和实用主义的参与。 在苏丹和南苏丹等印度具有重要商业和能

源利益的问题上，印度并没有提出积极的安全政策。

四、 中国与非洲和平安全合作的战略设计

非洲安全治理中出现了严重的目标与手段错配、意愿与能力错配和需求与支持

错配，导致非洲安全呈现出两个“高度不确定”：非洲未来将面临安全挑战的高度不

确定以及非洲各国政府应对安全挑战方式的高度不确定。⑤ 中国已就促进非洲和平

安全治理作出郑重承诺，将“坚持安全上守望相助”列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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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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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２０１５， ｐ． １０．

引自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在卡特研究中心组织的“中美非三边安全对话”内部研讨会上的发言，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亚特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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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大支柱之一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

堡峰会上也将和平安全合作列入中非合作十大计划。② 如何帮助非洲改善安全治理

现状特别是有效缓解上述三对错配，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非洲热点问题解决之路，是
当前中非关系的重要使命之一。 笔者认为，尽管中国已就下一阶段的中非和平安全

合作提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但仍需作更高的战略和理论思考，使中非和平安全合

作更具系统性、前瞻性和可行性。
首先，需要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次推动“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
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曾提出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 到目前为止，这一倡议仍处于建设过程中，
因此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战略愿景应当是将其升级为“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关

系”，使中非关系的安全支柱能够与其他支柱相匹配，共同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的建设。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应当以“非洲主导、非洲方法、非洲发展；

以我为重、聚焦热点、多边为主”为指导原则。 前三项原则重点突出中非和平安全合

作以非洲为主，以提高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国际接受度和合法性：“非洲主导”原则

强调非洲对地区和平安全事务的主导地位；“非洲方法”集中体现了对“以非洲方式

解决非洲问题”的支持；“非洲发展”旨在帮助非洲实现对安全与发展关系的更为合

理的平衡。 后三项原则侧重于具体操作指导：“以我为重”强调对中国合法海外利益

的保护；“聚焦热点”旨在突出重点，为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寻找更有力的抓手；“多边

为主”聚焦中国与非洲地区和次地区组织的集体、多边合作，重在避免双边合作可能

导致的不干涉内政困境。
在战术层面，“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当地平台、优先对话、着眼长

远”为指导原则，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路。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多次

强调，中国正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解决热点问题之路。③ 但迄今为止，这
一方法的具体内涵、实现途径尚不够清晰。 纵观近年来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实践，
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热点问题之路大致可总结为“四不”原则：基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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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６７４９７９ ／ ｙｗｚｔ＿６７５０９９ ／
２０１５ｎｚｔ ／ ｘｚｘｆｆｇｃｘｑｈｂｈ＿６８４９８０ ／ ｚｘｘｘ＿６８４９８２ ／ ｔ１３２１５４０．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中非合作论坛网站，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ｄａ ／ ｄｗｊｂｚｚｊｈ＿１ ／ ｈｙｗｊ ／ ｔ１３２７７６５．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王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热点问题之路》，中国驻加纳使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ｃｅ ／ ｃｅｇｈ ／
ｃｈｎ ／ ｚｇｙｗ ／ ｔ１２２９２４８．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７ 日；《王毅：中国特色的解决热点之路如同中医之道》，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 ｃｎ ／ ｎｐｃ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０３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１６１１１． 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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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区别对待原则；中国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强调政治解决的不安全化局

势原则；强调发展是总钥匙的不中断发展支持原则。 将上述“四不”原则进一步转化

为政策操作指导原则，就是“当地平台、优先对话、着眼长远”。 “当地平台”强调包括

非洲在内的热点地区自身的机制在热点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将坚持不

干涉内政、不取代当地组织的原则，只发挥建设性补充作用；“优先对话”旨在避免既

有的解决热点问题过程中的“强制化”和“军事化”倾向，强调政治对话、外交斡旋的

重要性和优先性，有利于持续倡导不干涉内政原则；“着眼长远”则倡导更合理地平

衡安全和发展，从冲突后重建、冲突后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转型”视角，思考对热点

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推动热点问题解决的同时，中国绝不中断对热点地区的发展支

持和帮助。
其次，从理念、机制、利益及能力等方面完善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战略设计。
中国在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过程中，应发展和完善“可持续安全”理念，推

动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由于传统观念、历史经验和现实

挑战存在重大差异，中非在安全理念上存在对接困难。 中国应着眼于非结构性

暴力的长期治理，借鉴“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冲突地区、热点地区实现从冲突

到发展的“可持续转型”目标，在其余地区实现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可持

续安全”目标。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机制体制建设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需要从三个层次

加以完善：战略层次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战略交流与磋商机制；政策层次的部

长级“外长＋防长”联席会议机制，如难以实现，可效仿中非外长联大政治磋商机制，
在联合国框架内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对话机制；组建操作层次的司、处级小组或专家

委员会，如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设立中非和平安全事务联络小组，各专门议题的

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等。
考虑到中国在非洲海外利益的迅速拓展，中非双方应建立和完善中国在非海外

合法利益保护机制，特别是早期预警体系、情报收集和分析系统、上游冲突预防、危
机反应、冲突应对和解决机制，在国内形成非企业 ／个人情报信息收集—国内智库对

策研究—外交决策与执行部门决策与执行监督—国内高校基础理论研究等良性循

环的系统机制。
与发达国家有着丰富的介入渠道相比，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能力建设体系亟待

强化，可考虑统筹资源创设“中非和平基金”和“中非和平人才基金”，侧重从行动能

力和人才队伍两个方面提升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能力。
再次，要致力于进一步优化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战略优先次序设置。
一是要帮助非洲发展和完善各类早期预警与响应机制，特别是聚焦反恐能力、

维和能力的培养；帮助非洲建立“２０６３ 年愿景”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所确立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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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类安全指数”（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ＨＳＩ）系统；二是应通过支持非

洲的和平安全机制建设，将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内嵌到非洲机制中，包括支持非洲

地区和次地区的和平安全架构建设的机制化进程，支持和资助非洲快速反应部队

的早日建成，支持和资助非洲的维和部队培训中心建设，推动非洲内部地区和次

地区组织在和平安全事务上的分工合作体系建设等；三是要以“发展优先”的逻辑

应对非洲的安全挑战，用“可持续发展”理念帮助非洲改善对发展、稳定和改革三

者的平衡，推动非洲冲突地区和热点地区的冲突后重建实现“可持续转型”；四是

要加强对非洲和平安全教育的支持和投入，帮助非洲实现“２０６３ 年愿景”提出的

“２０２０ 年枪声沉寂计划”，帮助非洲塑造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议程所倡导的“和
平文化”。

最后，应进一步完善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配套机制建设。
一是应对接非洲战略，充分考虑非洲近年来持续上升的战略规划意识，避免单

方面提供合作倡议和安全合作单一化局面，将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与非洲更大的发

展战略相结合，特别是要推动中方对非“三网一化”（铁路网、公路网、区域航空网、
工业化）工程与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非洲共同立场、非洲“２０６３ 年

愿景”及其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等的有效对接；二是要强化智力支持，加强中非智

库、高校研究机构等的智力支持作用，特别是鼓励智库、高校对中非和平安全合作

的早期预警系统设计、后期效果跟踪与评估机制等工作的全面参与；三是要改善

企业行为，强化对国内赴非企业和人员的教育与引导，提高在非商业机构、人员的

安全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融入意识，改善中资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四
是要强化经验交流，开展并巩固中非在民族关系治理、跨境安全治理、早期预警与

响应、社会安全治理等方面的经验交流；五是应审慎推进以美欧为代表的国际社

会对与中国在非洲开展的三方合作，从而推动整个涉非三方合作政策原则和政策

工具的逐步完善。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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